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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晓 媚
2018年 3月 9—11日，由厦门大学哲学系、山东省社会科学院文化所、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厦门大学
朱子学研究创新团队主办，厦门大学哲学系承办的“社会儒学与儒学的多元开展”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大学召
开。来自国内部分高校和科研院所的 26位专家学者受邀参加了会议。与会者主要就社会儒学概念的内涵、社
会儒学与其他儒学形态的关系、社会儒学在儒学多元发展中的重要意义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本次会议的
成果代表了社会儒学研究的最新进展，体现出儒学研究自觉适应现代化发展的理论进路和实践方向。
1. 社会儒学的理论进路
近十年来，社会儒学作为一种新型儒学形态被提出来，在不断的学术争鸣中得以阐发和推进。其倡
导者如何在认识的差异中达成共识，继续推动社会儒学研究的发展，这是很多与会学者关注的论题。
社会儒学概念的界定建立在对“社会”的理解基础上。厦门大学谢晓东教授立足于现代性的视角，以本
质向度为内在依据，从时间和空间两个重要向度对社会儒学概念作了进一步阐释。他指出，从本质向度看，
基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区分，社会儒学是对儒学与自由主义关系的一种特殊处理方式。从时间上看，
社会儒学既是一种现代的儒学形态，也是一种未来的儒学形态;从空间上看，社会儒学是一种以全球社会为
存在与发展途径的儒学形态。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黄玉顺教授对谢晓东的观点提出了商榷，对后者代表
性论文《“社会儒学”何以可能》中的“社会”概念作了三种区分:一是泛指的“人类社会”，二是特指的
现代社会，三是专指的现代社会之中的市民社会。他进而指出社会儒学是以后面两种意义的“社会”为对象
的儒学，而按照第二种概念的理解，“社会”不仅是指“市民社会”，还应当涵盖政治社会、经济社会。同时，
黄玉顺教授还尝试厘定社会儒学与生活儒学的关系，使两者形成对话的可能。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与交
流中心助理研究员郭萍则基于严复《群己权界论》的分析，对不同层面的“群己权界”作出了必要的澄清，指
出“群”具有四种不同的指称，分别是广义的人类社会、国群、与政治国家相分离的市民社会、政治国家，并
认为谢晓东等学者所倡导的社会儒学之“社会”，实为一种与狭义的政治国家构成二元分立的市民社会。
社会儒学研究必须处理 “社会儒学”与“儒学”的关系。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所涂可国研究员关
注儒学的系统化建构，认为儒家并不排斥法治，从而就社会儒学的 “非政治化”问题提出质疑。他认
为，社会儒学应当关注广义化的、社会化的治道，并能将思维的触角伸向政治生活领域，融儒家政治哲
学或政治儒学所蕴含的德治论和法治论于一身。苏州大学周可真教授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从管理哲学
的视域讨论了“儒学”和“群”的概念，并区分了社会儒学与政治儒学之不同，认为社会儒学是关于
现代新儒家的组织理论或组织学的 “群论”，政治儒学是关于现代新儒家的国家治理理论或国家治理学
的“治论”。对于社会儒学 “非政治化”的相关质疑，谢晓东教授作了回应，指出 “非政治化”就是
把政治层面交给民主制度及其框架，或者说社会儒学能够不依赖于政治国家而独立发展。
2. 社会儒学的实践方向
社会儒学注重人伦日用，同时关切与其他儒学形态之间的联系。中国人民大学韩星教授认为，“乡村
401
儒学”属于“社会儒学”的范畴，社会儒学应抓住儒学复兴的时代机遇，拓展城镇社区儒学这片新领域。
陕西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刘学智在宋明理学视域下对《吕氏乡约》进行了考察，认为虽然乡约经历了张载关
学、朱子性理学和阳明心学三个不同时期的发展而有所不同，但其一以贯之的精神都是通过一定的民间组
织进行社会道德教化和实现乡村自治，并指出社会儒学应当借鉴和吸收《吕氏乡约》的实践经验，发掘其
超越性的意义和价值，进行乡约的现代转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赵法生副研究员通过研究传
统乡土文化，提出在乡村建构儒学讲堂、公共祠堂和民间道堂三堂合一的教化体系构想，可为乡土文明重
建提供一条可资借鉴的路径。上海大学朱承教授着重探讨了儒家“君子”观念在现代公共生活中的意义，
指出儒家“君子”观念具有导向性、规范性、评价性三重意义，并且这三重意义集中指向人的道德水平，
而随着时代的变革，“君子”这一符号所包含的内容还将增加现代性的精神与价值因素，如民主、科学、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现代性观念。南开大学卢兴副教授在对梁漱溟个案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传
统儒家思想与协商民主之间的关系问题展开思考。他认为，与西方功利主义相比，儒家价值观更有利于培
养全体成员的公共意识，促使个体从自我私立的狭隘视域超拔出来，着眼于争取社会整体的共同利益，从
而探索出更富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的民主形态。上海大学袁晓晶副教授则从儒家教化入手，认为社会儒
学的建构最重要的途径就是普遍化的儒学教化。她指出，心性儒学的教化倾向于内在的精神教化，政治儒
学的教化倾向于外在的知识教化，而社会儒学的教化则是介于两者之间并沟通内外的一种普遍教化。
3. 社会儒学与儒学转型
重新审视儒学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对发挥传统儒学的现代价值和实现儒学的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华东师范大学杨国荣教授基于儒学自身走向的思考，重点阐述了儒学的内核及其多向度展开，认
为儒学之为儒学的根本，体现于仁和礼的统一;儒学的内核与多重展开，构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化观念
系统，我们不能因为儒家中的某些人物侧重于某一方面，而将儒学归结为某一方面，导致儒学本身的片
面化。相对于整全式的儒学，华东师范大学方旭东教授提出分析的儒学，强调 “分析”和康德式的
“批判”，反对不加以分析与反思的原教旨儒学。他认为，分析的儒学通过甄别儒学的基本价值，以
“创化”的方式自觉运用儒家的 “大经大法”来回应全球范围的现代化大趋势。
重塑内圣外王之道是推动现代儒学创造性转化的关键。清华大学任剑涛教授详细分析了牟宗三的良
知坎陷说，认为牟宗三的理论论证并没有突破传统儒学中内圣外王的直接贯通，进而从政治实践和既成
经验的角度出发，提出“内圣的归内圣，外王的归外王”应当是儒学完成道德与政治分流运行之现代
蜕变的突破标志。复旦大学徐波以刘蕺山 《人谱》为中心，细致剖析了幽暗意识、超越意识与内圣外
王的关系。他指出，张灏对《人谱》的研究由幽暗意识和超越意识两方面入手，强调儒家经世致用的
外王之学应放回到天道宇宙观下，超越现实政治生活的“心灵秩序”亦即内圣之学中一并思考。
社会儒学建构不限定于 “社会”，而致力于在儒学传统中安放个体自由。南昌大学张新国从思想机
制的基本元素考量，认为自由主义的个体主义与儒家本体论的性善说的接榫，可以为社会儒学何以可能
提供形而上学基础。华侨大学杨虎反思了儒学现代转型的现状，认为在现代生活语境中，建构社会儒学
的先行观念，既要体现“儒学传统”，又要走出“传统儒学”，避免原教旨主义的倾向。
社会儒学是儒学多元开展中的一个新视角，而儒学的多元开展也为社会儒学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条
件。社会儒学内部多元一体的展开，保持着儒学本身的真实特性和创新活力，推动了儒学的复兴和重
建。此次“社会儒学与儒学的多元开展”学术研讨会，气氛热烈，讨论深入，取得了预期的成果，一
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儒学研究的深化，对于儒学的现代转型也起到了应有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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